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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冶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

———基于身份经济学视角

卢海阳1,梁海兵2

(1.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2. 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摇 要: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农民工劳动供给能否稳定是影响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

重要因素。 虽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但是学术界尚未深入探讨身份的转变

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 文章基于身份经济学理论框架,实证检验了“城市人冶身份认同对农民工

劳动供给的影响。 结果表明:由于不同身份的背后隐含着最优行为准则的差异,“城市人冶身份认同

的形成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劳动供给。 相对于老一代、女性或外来农民工,身份认同对新生代、男性

或本地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更大。 文章的重要政策启示在于,加快社会建设步伐对于稳定农民工

的劳动供给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应通过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福利水平促进其融入城市,进而挖掘农

民工劳动供给的“融入冶身份效应。 同时,也应重视相应政策对不同群体的效果差异性。
关键词:身份认同;选择性偏差;倾向值匹配;劳动供给;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F323. 6 摇 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摇 文章编号:1671-7465(2016)03-0066-11

一、现实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稳步推进,不仅促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而且为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 当前,我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劳动力

将逐渐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 劳动力

短缺和老龄化很可能成为未来长期存在的问题,这必然为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空前的挑

战。 在未富先老的国情背景下,蔡昉提出,将 1 . 6 亿进城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对稳定农民工预期,
降低其城镇就业波动性,从而提高城镇劳动参与率至关重要。[1] 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

城镇化是未来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最大潜力,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 。 如何有效增加农

民工劳动供给进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已成为当前城镇化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民生课题。
劳动供给是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 根据劳动经济理论,劳动供给主要

分为劳动参与(广度)和劳动时间(深度)两个层面,因而劳动供给行为通常分为劳动参与行为

和劳动时间选择行为 [3] 。 针对农民工劳动供给问题,已有文献主要是从农民工就业稳定的角度

展开讨论。 学者普遍认为,在缺乏城镇户籍的情况下,多数进城农民工难以享受完全的社会保

障和公共服务,所以他们的就业并不稳定,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返乡。[4] 封进和

张涛的研究表明,影响农民工就业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 工资水平的提高增加农民工非农就业

的可能性,但对就业持续时间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5] 。 文化程度较低,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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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大的重要原因。 在职培训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进而降低其工作

流动意愿,但不同类别的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6] 。 此外,由于正规就

业渠道的缺失以及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处地位的弱势性,社会资本也是农民工获得就业或

流动的不可或缺的途径。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具有正式制度中“工会冶的作用,能够增

强农民工的“集体用脚投票权冶 ,进而提升其劳动力市场的博弈能力 [7] 。
上述从收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视角剖析农民工劳动供给的研究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厚

实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研究忽视了一些社会心理学因素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作用。 农民工市民

化是农民工个人及其家庭从农村人向城市人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理应蕴含着个人经济行为的

变化。 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是否会随着城市融入而趋于稳定? 这种稳定的效果在不同类型的农

民工中是否存在差异? 这些都是值得深入分析且有待进一步验证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拟将身

份经济学理论引入劳动供给的分析框架,采用倾向值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以下简称

PSM)法,实证检验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仅指的是标签意义上的身份转变,即农民工户籍身份的变化,更重要

的是农民工心理层面的身份认同,即“城市人冶身份认同的形成。 身份认同是重要的社会心理

学概念,在英文中译为“ identity冶 ,界定为个体对自己归属于哪个群体的认知,偏重于群体间的归

属和关系问题,即主要包含两个问题:“我是谁?冶 “我属于哪一类群体或组织?冶 [8] 在社会融入理

论视角下,身份认同常被用来表征流动人口的身份融入,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经济、社会、文化等

维度的融入。
近十年来,经济学界开始关注身份和社会规范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 George A. Akerlof 最早将社会身份和与身份密切相关的行为规范引入个人效用函数,从而扩

展了传统的微观决策模型。 该理论假设,一个社会由不同的群体 C 构成,每个人的特征 着 i及行

为 a i决定其属于某一个群体 c i,并形成相应的身份认同 I i。 每个群体都存在最优行为准则 P,如
果一个人的实际行为与其所属群体的最优行为准则相违背,这个人就会产生焦虑和不愉快的感

觉,效用相应降低。 同时,在身份外部性的作用下,群体内其他个体的效用也会随之降低,于是

其他个体可能做出相应的负反馈,从而可能引起一系列的行为博弈。 所以,一个人的效用则不

仅取决于自己的行为 a i,还受到群体内其他人的行为 a- i以及个人的身份认同 I i的影响,可以表

示为下式:
U i =U i( a i,a- i,I i) (1)

而 I i则受到自己的行为 a i、他人的行为 a- i、所属群体类型 c i,个人的特征 着 i以及最优行为准

则 P 的影响,由下式表示:
I i = I i( a i,a- i,c i,着 i,P) (2)

其中 I i对 U i的影响被称作身份认同损益。 当给定 c i、着 i、P 时,个人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行

为 a i达到效用最大化。 Akerlof 和 Kranton 进一步构建博弈模型分析身份认同对个体行为的作用

机制指出,由于身份外部性、负反馈机制等因素的存在,群体内的博弈行为可能会促使个人采取

与最优行为准则 P 相匹配的行为,但是否采取匹配行为取决于模型内博弈各方的策略集、博弈

规则、损益等参数的设置。[9]

在身份经济学理论提出以后,国外一些研究开始关注移民身份认同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Blackaby 等对比不同种族的就业前景时发现,不同的种族在孤立偏好上有明显差异,相对于非

穆斯林群体,穆斯林群体表现出更强的孤立偏好,这往往限制他们的就业选择集,从而表现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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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失业率 [10] 。 Nekby 和 R觟din 基于瑞士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维持对流出地身份的认同不会

对移民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但加强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却能有效促进移民的就业。[11] 根据身

份经济学理论,身份认同对劳动供给影响的可能路径包括:与身份相联系的规则对个人行为动

机的作用、身份对个人就业选择集的扩展以及身份外部性的影响。 就农民工而言,建立“城市

人冶身份认同会激励其采取与这一身份相一致的稳定的劳动力市场行为,如进行相应的人力资

本和社会资本投资,从而获得有利于他们就业的职业技能、关系网络等等。 其次,“城市人冶身

份认同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扩展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集,使得一些在刚进城的农民工眼里看

似遥不可及的工作变得可能,使其勇于尝试新的就业岗位,逐步实现从“农业人冶到“工业人冶 ,
甚至“管理人冶的转变。 此外,由于身份外部性的存在,身份认同不仅会影响农民工个人的劳动

供给,也会对其周围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态度及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形成生产率的群内传递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城市人冶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稳定具有积极影响作用,体现为提高劳动

参与率、劳动时间,并降低就业流动性。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口特征,应该将其纳入农民工劳动

供给的分析框架中。[12] 从国际经验来看,移民的身份认同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的确存在群体差

异。 基于德国的长面板统计数据,Casey 和 Dustmann 研究发现,对德国国民身份的认同有利于

男性就业,而对迁出国身份的认同则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对于女性,两种身份认同的影响都

不显著。[13] 此外,身份认同还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效应,父母的身份认同也可能同时会影响到

子女未来的就业。 Bisin 等对欧洲移民种族身份认同的实证研究发现,虽然第二代移民的种族

认同远低于第一代移民,但种族认同对第二代移民就业的负面影响却远大于对其父辈的

影响。[14]

然而,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已有的国外相关研究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判断农民工身份认同

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群体差异。 正如上文所述,个体是否采取与身份相匹配的行为取决于博弈模

型的参数设置。 现实中,虽然我们既无法观察到农民工群体间博弈过程的差异,也不能打开博

弈的黑箱去获得不同群体的模型参数,但是,仍然有两个参考维度可以判断农民工是否采取与

身份认同相匹配的行为,即农民工行为动机的强弱和行为能力的高低。 前者表征农民工采取特

定行为的意愿,后者反映农民工采取特定行为的能力。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这两个方面分

别体现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能力上。 市民化意愿是农民工留城发展或定居的意愿,农民工

的市民化意愿越强,则其采取与“城市人冶身份相匹配的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动机也越强。 市民

化能力则是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和维持城市生活开支的能力,取决于农民工个人与身份转化

相关的发展能力、与就业相关的学习能力、信息获取能力等方面 [15] ,市民化能力越强,意味着农

民工采取积极劳动力市场行为的能力越强。
因此,从代际差异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的认同远不如对城市的认同 [16] ,他们拥有较

高的文化水平,消费观念和行为特征都更接近于市民,他们比其父辈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并最

终成为市民。 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动力和能力去实现角色转换。 从性别差异来看,
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在性格、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其行为动机的差异。 由于

社会角色的分工,在非农就业决策上,具有显著的“男性主导,女性依附冶的特征,男性农民工依

然是家庭“养家糊口冶的主要承担者,而农村女性的城乡流动存在明显的家庭“跟随冶效应,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男性可能具有更强的行为动机 [17] 。 此外,社会角色在性别间的不平等分配

也使得女性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与权力少于男性,并更可能遭遇各种社会紧张,由此也导致其相

对较低的行为能力 [18] 。 从户籍地差异来看,很难直观判断本地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在行为动

机上的差异。 但是,本地农民工对当地的方言、文化更加了解,他们可能更容易利用当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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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帮助其获得较好的就业。 不仅如此,他们也可能更熟悉当地劳动力市场,所接受的教育和

所积累的工作经验更适用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因而意味着本地农民工可能具有更高的行为能

力 [19] 。 基于以上分析,特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供给的作用更大。
假设 3:相对于女性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对男性农民工劳动供给的作用更大。
假设 4:相对于外来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对本地农民工劳动供给的作用更大。

三、数据与计量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3 年寒假和暑假期间实行的两次以进城农民工为对象的实地调查。 在

正式调查之前,课题组选取了 50 个农民工样本进行访谈式预调查,就问卷中不合理问题进行修

正。 此后,调查采取农民工口述、调查员填写问卷的形式,以分层抽样的方式对东、中、西部 21
个省市及自治区行政区划内的城镇地区分别随机选择 60 ~ 100 位年龄在 16 周岁及以上的农民

工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样本涵盖浙江、江苏、天津、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广
西、陕西、福建、新疆、山西、吉林、黑龙江、辽宁、贵州、四川以及重庆。 两次调查分别发放问卷

1500 份和 468 份,剔除关键变量缺失以及前后有明显不一致的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 1632 个。
从样本特征来看,男性占有效样本数的 62 . 53% ,女性占 37 . 47% 。 在年龄分布上,年龄最小的

16 岁,最大的 63 岁,平均年龄 31 . 42 岁,其中 20 岁以下的占 9 . 05% ,21 岁 ~ 50 岁的占

88 . 00% ,51 岁以上的占 2 . 95% ,样本年龄总体上呈现正态分布。 在教育分布上,初中及以下学

历的占 57 . 49% ,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 31 . 28%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 11 . 23% 。 从行业分布来

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从业比例最高,占 41 . 54% ,其次是以餐饮住宿为主的服务业,占

32 . 73% ,其它行业的从业比例为 25 . 73% 。 从户籍地来看,拥有务工所在地级市户口的本地农

民工占 47 . 31% ,跨市或跨省务工的外来农民工占 52 . 69% 。
(二)计量方法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到底有何影响? 以往的研究是直接

比较“融入冶的个体和“未融入冶的个体在劳动供给水平上的差异。 这些研究的缺陷在于忽略一

些可观测到的混淆变量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干扰,使得难以直接探索二者间的“净效

应冶 ,这些混淆变量的影响常被称作选择性偏差 [20] 。 具体来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本身可能受

到农民工的收入、迁移状况、家庭规模等特征的影响,而这些特征同时也会影响农民工的劳动供

给,这就会导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不仅与这些特征相关,而且与其劳动供给相关。 劳动供给稳

定的农民工因为具有某种特征而实现稳定,而该特征及劳动供给结果同时也会改变该农民工实

现“城市人冶身份认同的概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就有可能不是稳定的劳动供

给的“因冶 ,而是稳定的劳动供给的“果冶 ,亦可能与稳定的劳动供给同样是由某些特征决定的结

果,这就使得在计量模型的选取上应考虑到因果推断问题,如果用一般的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

身份认同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会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和不一致。
因果推断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有效解决模型的选择性偏差。 就本文研究而言,准确估计农

民工劳动供给的身份效应的方法是比较同一个农民工在建立“城市人冶身份认同前后的劳动供

给状况,而不是将已经建立“城市人冶身份认同的农民工与仍然维持“农村人冶身份认同的农民

工进行比较。 但是问题在于,对于已经建立“城市人冶身份认同的农民工,只能观察到建立以后

的劳动供给状况(即事实) ,而不能观测到建立之前的劳动供给状况(即反事实) 。 Rosenbaum 和

Rubin 提出的倾向值匹配法( PSM)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通过引入反事实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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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无法被观察的反事实结果,来计算同一个农民工劳动供给的事实与反事实的净差异,这种

净差异则是身份认同变化导致劳动供给变化的因果效应。[21] 具体步骤有以下几步:首先,根据

一些可以观测到的混淆变量,运用 logit 模型预测农民工建立“城市人冶身份认同的概率,即样本

的倾向得分,由下式表示:

p(X i)= Pr(D i = 1 | X i)=
exp( 茁X i)

1+exp( 茁X i)
(3)

式中的二元虚拟变量 D 表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X i表示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茁 为模

型系数。 然后,通过使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等匹配方法,根据倾向得分对干预组

( “城市人冶身份认同的农民工)和控制组( “农村人冶身份认同的农民工)进行匹配。 这样就能

有效消除样本的选择性偏差,起到近似于随机试验的作用。 最后,基于匹配样本,比较干预组和

控制组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平均差异,得到农民工身份认同对劳动供给的因果关系系数,该系数

在模型中通常被称作平均处理效应 (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简称 ATT) ,由下式

表示: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ATT = E[ (Y1 i-Y0 i) | D i = 1]

= E{E[ (Y1 i-Y0 i) | D i = 1,p(X i) ] } (4)
= E{E[Y1 i | D i = 1,p(X i) ] -E[Y0 i | D = 0,p(X i) ] | D i = 1}

上式中的 Y1 i和 Y0 i分别表示干预组和控制组的结果。

四、变量选择与描述性分析

(一)核心自变量

本研究以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即个人主观身份定位来测量身份认同,在问卷中表述为“你认

为自己属于哪一类人群冶 ,选项包括“城市人 = 1,农村人 = 0冶 。 总体来看,目前已经建立“城市

人冶身份认同的农民工比例仍然较低(见表 1) ,只有 18% 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人。 从群体

差异来看,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户籍地差异,但是存在显著的代际差

异,认同自己是城市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及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 20% 和 13% ,两者差异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表 1摇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群体
身份认同

平均值 标准差 Pr> | t |

男性农民工 0 . 18 0 . 28

女性农民工 0 . 18 0 . 25
0 . 98

老一代农民工 0 . 13 0 . 37

新生代农民工 0 . 20 0 . 31
0 . 01

本地农民工 0 . 18 0 . 29

外来农民工 0 . 16 0 . 32
0 . 48

总体 0 . 18 0 . 34

(二)被解释变量

劳动供给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劳动参与率、劳动时间和就业流动性来测量农民

工的劳动供给。 从表 2 的描述性分析看出,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为 96% ,其中男性的劳动参与

率显著高于女性。 从代际差异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性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从户籍地

差异来看,本地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显著高于外来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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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农民工劳动供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解释变量 定义 全部 男性 女性 老一代 新生代 本地 外来

劳动参与率 有工作或在寻找工作 = 1,其他 = 0 0 . 96 0 . 98* 0 . 96 0 . 97 0 . 96 0 . 97 0 . 97

劳动时间 每年工作小时数的对数值 7 . 49 7 . 66 7 . 71 7 . 72 7 . 68 7 . 72* 7 . 66

就业流动性 工作转换次数 1 . 03 1 . 03 1 . 04 0 . 91** 1 . 10 1 . 03 1 . 04

摇 摇 注:表内数据表示被解释变量的均值,由于篇幅限制,表内并未列出标准差。 *、**、***分别表示各群组的差异在

10% 、5% 、1% 的水平上显著。

(三)匹配变量

根据前文的分析,实现匹配的前提是获得样本的倾向得分,即引入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

混淆变量,通过 Logit 模型预测农民工建立“城市人冶身份认同的概率。 本文选取的混淆变量分

为个人特征变量、人力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 其中,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

龄、性别、婚姻状况;人力资本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培训经历、工作年限、自评健康状况;社会资

本变量以个人社会身份、朋友社会身份、城市社交、交往程度、受歧视经历、信任感来表征;其他

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医疗保险、户籍地、迁移模式、工资对数值、行业等。 混淆变量的具体定义及

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 3。
表 3摇 匹配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岁 31 . 42 8 . 68

性别 虚拟变量:男 = 1,女 = 0 0 . 63 0 . 47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已婚 = 1,其他 = 0 0 . 61 0 . 36

受教育年限 年 10 . 70 1 . 47

培训经历 虚拟变量:接受过企业培训 = 1,其他 = 0 0 . 64 0 . 21

工作年限 年 7 . 82 6 . 21

自评健康状况 虚拟变量:很健康或健康 = 1,其他 = 0 0 . 78 0 . 42

个人社会身份 虚拟变量:党员 = 1,其他 = 0 0 . 21 0 . 22

朋友社会身份 虚拟变量:有当村干部的朋友 = 1,其他 = 0 0 . 43 0 . 30

城市社交 虚拟变量:有当地市民朋友 = 1,其他 = 0 0 . 72 0 . 41

交往程度 虚拟变量:与市民关系很好 = 1,其他 = 0 0 . 68 0 . 23

受歧视经历 虚拟变量:曾经受到市民歧视 = 1,其他 = 0 0 . 43 0 . 50

信任感 虚拟变量:信任周围的人 = 1,其他 = 0 0 . 72 0 . 32

城镇医疗保险 虚拟变量:有 = 1,其他 = 0 0 . 38 0 . 48

户籍地 虚拟变量:拥有务工所在地级市户口 = 1,其他 = 0 0 . 47 0 . 54

迁移模式 虚拟变量:家庭式迁移 = 1,其他 0 . 39 0 . 32

工资对数值 月工资的对数 10 . 02 1 . 12

行业 分类变量:建筑业 = 1,制造业 = 2,服务业 = 3,其他 = 4 2 . 62 1 . 08

五、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一)倾向得分估计及匹配检验

在对农民工样本进行匹配前,需要通过 logit 模型对农民工建立“城市人冶身份认同的概率

进行估计,从而获得倾向得分。 表 4 是 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 其中模型 1 是简化模型,只包括

个人特征变量;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逐步加入人力资本变量和社会资本变量;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又引入其他控制变量;模型 5 是通过逐步回归法得到的估计结果,仅包括显著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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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年龄 -0 . 016 -0 . 006 -0 . 008 -0 . 003

性别 0 . 097 0 . 048 0 . 179 0 . 044

婚姻状况 -0 . 012 -0 . 072 0 . 153 -0 . 211

受教育年限 0 . 030 -0 . 016 -0 . 027

培训经历 0 . 643** 0 . 508* 0 . 593* 0 . 638**

工作年限 0 . 008 -0 . 006 -0 . 012

自评健康状况 0 . 305** 0 . 325** 0 . 275* 0 . 292*

个人社会身份 0 . 512** 0 . 526** 0 . 593***

朋友社会身份 -0 . 006 -0 . 017

城市社交 0 . 652* 0 . 444

交往程度 0 . 618* 0 . 433

受歧视经历 -0 . 586*** -0 . 622*** -0 . 684***

信任感 0 . 230 0 . 170

城镇医疗保险 0 . 533** 0 . 592***

户籍地 0 . 016

迁移模式 0 . 261

工资对数 0 . 313** 0 . 361***

行业 No No No Yes Yes

常数项 -1 . 403*** -3 . 724*** -4 . 455*** -7 . 039*** -7 . 310***

拟 R2( Pseudo R2 ) 0 . 007 0 . 082 0 . 104 0 . 189 0 . 169

摇 摇 摇 注:*、**、***分别在 10% 、5% 、1% 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 4 可以看出,培训经历、自评健康状况、个人社会身份、城镇医疗保险以及工资对数等

变量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而受歧视经历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则显著为负。 由于

Logit 模型中的变量选择直接会影响回归结果的拟合值,即农民工建立“城市人冶身份认同的概

率,而这一概率将被作为倾向得分,又影响着样本匹配的效果。 因此,在估计倾向得分之前,需
要对模型选择的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如果匹配后的干预组和控制组农民工的各个匹配变量

(混淆变量)没有显著差异,则表示匹配结果满足平衡性能条件,即通过匹配消除了样本的选择

性偏差。
表 5摇 平衡性检验

匹配变量 干预组 控制组 P 值

培训经历 匹配前 0 . 8855 0 . 7840 0 . 01

匹配后 0 . 8855 0 . 8779 0 . 85

自评健康状况 匹配前 4 . 1832 3 . 9943 0 . 01

匹配后 4 . 1832 4 . 1908 0 . 93

个人社会身份 匹配前 0 . 3282 0 . 2173 0 . 01

匹配后 0 . 3282 0 . 3053 0 . 69

受歧视经历 匹配前 0 . 2824 0 . 4602 0 . 00

匹配后 0 . 2824 0 . 2816 0 . 97

城镇医疗保险 匹配前 0 . 5191 0 . 3509 0 . 00

匹配后 0 . 5191 0 . 4580 0 . 33

工资对数 匹配前 10 . 4420 10 . 1161 0 . 01

匹配后 10 . 4420 10 . 5792 0 . 16

摇 摇 表 5 显示,通过对模型 5 中的显著变量进行双样本 T 检验发现:在匹配前,干预组和控制组

的 6 个变量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匹配后,各个变量的双样本 T 检验 P 值均不能拒绝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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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干预组和控制组的各个匹配变量之间不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以模型 5 中的变量对农民工样

本进行匹配能有效的满足倾向值匹配法的平衡性能条件。
图 1 给出了基于最近邻匹配法得到的匹配前后干预组和控制组农民工倾向值得分的核密

度函数分布。 可以看出,在匹配之前,两者的倾向得分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在匹配之后,两者的

倾向得分分布已几乎重合,表明匹配效果十分理想。

图 1摇 干预组和控制组匹配前后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函数分布图

(二)农民工劳动供给的身份效应

1 . 对假设 1 的验证:基于全样本的身份效应

表 6 给出三种匹配方法下农民工劳动供给的身份效应的估计结果。 总的来看,使用三种匹

配法得到的 ATT(平均处理效应)比较接近,说明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较强。 其中,劳动参与率的

ATT 约为 0 . 02,在 10% 的水平显著;就业流动性的 ATT 约为 0 . 32,在 1% 的水平显著;劳动时间

对数值的 ATT 不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匹配前后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影响的显著性

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匹配后的身份效应低于匹配前。 这说明,以往一些研究基于线性回归得

到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高估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
表 6摇 基于倾向性得分匹配法的 ATT 估计结果

劳动供给变量 样本

匹配方法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r = 0 . 04 r = 0 . 02 r = 0 . 01
核匹配

劳动参与率 匹配前 0 . 024* 0 . 024* 0 . 024* 0 . 024* 0 . 023*

匹配后 0 . 018* 0 . 020* 0 . 020* 0 . 021* 0 . 019*

劳动时间对数值 匹配前 0 . 001 0 . 001 0 . 001 0 . 001 0 . 001

匹配后 0 . 004 -0 . 007 0 . 002 0 . 002 -0 . 004

就业流动性 匹配前 -0 . 390** -0 . 390*** -0 . 391*** -0 . 390*** -0 . 390***

匹配后 -0 . 320*** -0 . 322*** -0 . 314*** -0 . 339*** -0 . 329***

摇 摇 注:*、**、***分别在 10% 、5% 、1% 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 bootstrap 方法迭代 500 次得到。

表 6 的结果表明:在消除由干扰组和控制组农民工的可观察混淆变量所引起的选择性偏差

后,身份认同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劳动参与率,并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 虽然身份认

同对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根据国际经验,劳动供给的变化主要源于劳动参与弹

性的变化而非劳动时间弹性的变化 [22] 。 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身份认同有助于稳定农民工

的劳动供给,该实证结果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 1。
2 . 对假设 2 的验证:基于代际差异的身份效应

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发展取向、个人偏好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农

民工劳动供给时,不能忽视其代际差异。 由表 7 可知,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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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具有显著的身份效应。 但是,从系数估计值和显著程度来看,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

供给的影响更大,由此,假设 2 得到验证。
表 7摇 基于代际差异的身份效应估计结果

劳动供给变量
新生代 老一代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r = 0 . 01) 核匹配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r = 0 . 01) 核匹配

劳动参与 0 . 015* 0 . 021* 0 . 022* 0 . 014 0 . 016 0 . 016*

劳动时间对数值 0 . 011 -0 . 031 0 . 006 -0 . 029 0 . 038 -0 . 031

就业流动性 -0 . 368** -0 . 298** -0 . 376*** -0 . 308* -0 . 283** -0 . 310**

摇 摇 注:同上表。

3 . 对假设 3 的验证:基于性别差异的身份效应

家庭分工的不同使得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在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已有

研究表明,相对于男性,婚姻状况、务工经历、子女或老人的随迁状况、家庭规模等因素对女性的

劳动供给影响更大,这种差异在家庭式迁移的女性农民工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23] 。 表 8 的估

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劳动供给的身份效应也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其中,男性农民工的劳动参

与率受到身份认同的正向影响,且在 5% 的水平显著,就业流动则受到身份认同的负向影响,在
1% 的水平显著。 而对于女性,身份认同的影响都不显著。 由此,假设 3 得到验证。

表 8摇 基于性别差异的身份效应估计结果

劳动供

给变量

男性 女性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 r = 0 . 01)
核匹配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 r = 0 . 01)
核匹配

劳动参与 0 . 022** 0 . 021** 0 . 019** -0 . 013 -0 . 008 -0 . 005

劳动时间对数值 0 . 049 -0 . 023 -0 . 019 0 . 026 -0 . 037 -0 . 002

就业流动性 -0 . 611*** -0 . 478*** -0 . 427*** 0 . 102 -0 . 037 -0 . 089

摇 摇 注:同上表。

4 . 对假设 4 的验证:基于户籍地差异的身份效应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民工户籍地差异的研究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杨菊华指出,农村

转移劳动力处于农村人和外来人的双重弱势,在以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时,不仅要考虑城乡之

分,也要重视内外之别,本地和外来农民工在个人、家庭及制度等方面的禀赋异同也会导致其经

济行为的差异。[16] 从表 9 来看,相对于外来农民工,身份认同对本地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更

大。 其中,身份认同显著地正向影响本地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而对外来农民工的影响并不显

著。 此外,身份认同在不同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本地和外来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但对本地农

民工的影响更大。 由此,假设 4 得以验证。
表 9摇 基于户籍地差异的身份效应估计结果

劳动供给变量

本地 外来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 r = 0 . 01)
核匹配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 r = 0 . 01)
核匹配

劳动参与 0 . 045* 0 . 028** 0 . 032** 0 . 008 0 . 001 0 . 001

劳动时间对数值 0 . 064 0 . 034 0 . 043 -0 . 020 -0 . 040 -0 . 052

就业流动性 -0 . 364** -0 . 447*** -0 . 410*** -0 . 312* -0 . 278** -0 . 294**

摇 摇 注:同上表。

47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6 卷



六、结论及讨论

中国正逐渐失去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优势,人口老龄化为劳动人口带来了提高生产力的压

力,他们需要赡养新增加的退休人口。 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缩减也促使企业不断提高

工资,在企业高成本的压力下,通过工资上涨稳定农民工劳动供给的政策将逐渐难以为继。 本

文基于身份经济学理论框架,利用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实证分析身

份认同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为稳定农民工劳动供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结果显示,在处理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后,“城市人冶身份认同仍然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民工的劳动

参与,并显著性降低其就业流动,而对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影响并不显著。 从群体差异看,身份认

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对本地农民工

的影响大于外来农民工。
农民工因其高度流动性而难以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这将阻碍我国城镇化进程和“本世纪

末成为中等水平发达国家冶目标的实现 [24] 。 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政策启示是:稳定农民工的劳

动供给,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的政策措施,如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水平,而且要加快推进社会

改革进程,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福利水平,帮助其融入城市社会。 例如,加大对农民工的在职

培训力度、提供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以及降低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歧视,使其能够尽快建立对

城市社会和市民身份的认同感,从而改变其内在的就业行为动机并产生积极的 “融入冶 身份

效应。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学术贡献有:第一,首次尝试将社会心理学概念 “身份认同冶引

入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模型,从一个新角度探讨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农民工劳动供

给稳定的政策制定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第二,深度剖析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 不同类型的农民

工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身份效应,有效的政策应该明晰不同群体的政策效果差异性。 本文对农

民工按代际、性别、户籍地进行分组,深入考察农民工身份认同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群体差异性。
第三,采用倾向值匹配法,校正样本的选择性偏差。 已有的相关文献大多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实

证研究,往往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具变量而忽略内生性问题,导致结果存在选择性偏差,影响研

究结论的可靠性。 就本文而言,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本身可能就与其劳动供给相关,劳动参与率

高、就业流动性低的农民工可能更易于形成“城市人冶身份认同。 因此,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由于

内生性、双向因果等原因带来的选择性偏差,那么关于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影响的结论

就可能存在偏误。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没有对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劳动供

给的影响路径逐一进行验证,这也将是我们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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